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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

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

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

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

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

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

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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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公民之间基本权利的平等
是必需的。回顾西方国家的历史，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边缘人群（如女
性和少数族裔）不断享有公平的公民权的过程。公民权的普及和民主
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以及城市化密切相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５０；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８６；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６３；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城市公共服务的分享和公共参与的

权利与个体的户籍身份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市民权”
问题。随着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模日益增大，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
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以下简称“移民”）在其常住地没有平等市民权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有研究认为，户籍制度造成的市民权不平等，实
质上是进城农民在城市没有获得正常的公民权，国家和市场这两股力
量都没有帮助他们获得居住地的平等权利（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９）。
在“十八大”之后，推进城镇化和移民的市民化被提到了国家战略

高度。面对移民的市民化可能遇到的阻力，国家在推动打破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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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正努力让越
来越多的进城农民获得常住地的城市户籍。但截至目前，户籍身份与
市民权挂钩的状况并无实质性变化。同时，相对于大约２．６亿无常住
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来说，通过改变户籍给予市民权的进展仍非常缓慢。

１．在相关研究中，政治融合被称为“民主性融合”，社会融合过程的其他方面包括文化适应、
结构融合、婚姻同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和行为接受（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相对于移民与本地原居民之间的社会
融合来说，政治上的融合是重要的维度（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孙秀林，

２０１０）。１如何使移民在常住地获得平等的市民权，特别是拥有制度化
的利益诉求机制，仍然考验着我们的国家。制度变迁是一个政治和经
济的互动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享有不对等的公民权，就极易
形成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将成为制度变迁的推动
力（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６）。在中国，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
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降低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Ｊｉａｎｇ，Ｌｕ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２０１２；陈钊、徐彤、刘晓峰，２０１２），同时，移民在社会信任、对社区居民的
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等方面也均显著低于本地户籍人口（汪汇、陈钊、

陆铭，２００９）。如果不主动和适时进行改革，与户籍相关的不平等也可
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将使中国城市内部二元社会分割制度的改变付出
更高的代价。

当权利本身成为一种利益诉求的时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显得更
为必需。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中，市民权的平等实现如果不是以社会矛
盾激化的形式完成，就需要社会的自我反省与纠偏。在这一渐进过程
中，移民群体的共同呼吁（ｖｏｉｃｅ）应当是一股重要力量，这需要移民群
体具备相应的公共意识，并以各种公共参与的行动来促成。现有对移
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研究还缺乏较为全面的实证依据。因此，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就显得重要了。首先，除了显而易见的不同户籍身
份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之外，户籍是
否也影响了人们的公共参与？其次，如果户籍身份使居民有公共参与
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因何产生？是因为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了不同
的公共意识，从而又体现为行为的不同，还是因为不同户籍身份的群体
并没有不同的公共意识，只是移民群体在公共参与中受到户籍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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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最后，我们还想知道，对于那些并非生来就是本地城市户籍的
人，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和其他人相比有何不同？这能够让我
们更好地知道户籍身份的转换对于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作用。
本文的一个基本发现是，户籍差异仅对居民的公共意识造成微弱

的影响，但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公共参与方面的行动明显造成制约，特
别是在那些与制度限制有关的方面。这说明，在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镇常
住人口之间，主要不是人的意识差异，而是基于身份的差异通过其他的
机制（可能是制度或对行动结果的预期等）才导致公共参与行为的差异。
在最新的研究中，教育被看做是推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教育水

平高的人更有可能首先对制度的不合理进行“抱怨”（Ｂｏｔｅｒｏ，Ｐ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１２；Ｘｕ，２０１２），从而成为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文发现，教育
水平较高的居民的确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教育对于公共参与行动的影
响并不明显。更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在不同户籍人口之间也没有明显
的差异。换句话说，户籍身份对移民公共意识或公共参与的影响并没有
因为移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变。这一发现说明，当在制度造成的
身份歧视特别明显，并且教育本身也是在既有制度之下形成的条件下
时，教育推动制度变迁的作用也会因此受到局限。此外，本文还考虑了
个人收入水平上升对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行动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户籍

人口间的异质性表现。总体而言，与教育的情况相类似，收入水平的上
升能够增强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识，但对各类公共参与的影响基本不显
著，且这种影响也没有体现出在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中的异质性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制度、身份与

　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的“新
二元结构”现象同时存在。２０１２年底，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已达２．６亿，
成为城市移民的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农村居民相比，农民工群体对
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部分农村居民在大学
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但并未获得当地户籍。即使是城市居民，在发生跨
城市的迁移后，他们也可能仍为非本地户籍人口。这些城市新移民均在不
同程度上面临着户籍身份带来的在公共服务待遇方面的差别。
在城市新移民中，来自农村的移民是从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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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陌生人社会。在农村，同一家族的成员或同村的村民之间可以相互
帮助、相互借贷和相互保险。进入城市的移民面临的社会分工程度更
高，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更多，面临的社会风险（如犯罪、事故
等）也更大。在陌生人社会中，移民较少获得社会支持，其在社会信任、

对社区居民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等方面均显著低于本地户籍人口

（汪汇、陈钊、陆铭，２００９）。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社会生活形态发生变
化，使其产生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在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中，受访者被问到哪些社会问题在当前中国是最为重要
的，从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差异，就可以看出移民面
临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到，与留在农村的
农民相比，进城后的农民更多认为教育、犯罪和环境是最重要的社会问
题，更少认为经济或贫困是最重要的问题。

表１：进城农民与农村居民对社会问题的重视程度比较（％）

进城的农民 农村居民 均值差异

医疗保健 ２４．５０　 ２７．１４ －２．６４
教育 ２８．６８　 ２３．０４　 ５．６４＊＊＊

犯罪 １０．３６　 ６．１９　 ４．１７＊＊＊

环境 ７．３７　 ３．１９　 ４．１８＊＊＊

经济 １２．１５　 １５．７６ －３．６０＊＊

贫困 １５．７４　 ２３．１３ －７．４０＊＊＊

Ｎ　 １　０９８　 ５０２

　　注：本表数据是笔者根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数据计算得出。

　　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无法满足人们在寻求帮助、金融支持和分散
风险这些方面的需求的时候，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成为提高生活质
量的关键。然而，正如人们熟知的，农村进城移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和
教育等方面仍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陆铭，２０１１）。当
前，阻碍外来移民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主要是城镇本地居民的既得
利益。本地居民认为，让外来移民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意味着对于自
己利益的分享。而且，相关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当地政府手里，从长远
来看，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就无法实现，

就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陈钊、陆铭，２００８；

刘晓峰、陈钊、陆铭，２０１０）。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要消除公共服务中
的户籍歧视，移民自身的公共参与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当前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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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移民的公共参与与其户籍身份的关系如何呢？在展开经验分析之

前，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图示（图１）来刻画制度、身份与教育（或收入）
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影响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是一种行动，在行动之前，具有公共参与的主观意识是必

要的条件。公共意识的形成主要受环境和需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
在控制住个人特征后，移民与户籍人口面临的环境和需求是一样的，因
此，两类人群的公共意识应该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但实际上，可能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导致移民的公共意识与户籍人口不同。第一，城
市移民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在农村的生活中并不需要面对城市生活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因此，公共意识可能较弱；第二，与本地居民相比，移
民在城市里相对较缺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他们对通过公共参与来
改善生活可能有更迫切的需求，因此可能会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第
三，外在的制度形成了对移民的歧视，移民难以融入城市，可能不利于
其形成公共意识。在以上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移民和本地居民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公共意识的差异，是一个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回答
的问题，具体可参见图１中的关系（１）。

图１：公共意识与行动的影响

　　如果户籍身份的差异让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显著不同的公共
意识，他们在公共参与的行动上也将不同。但是，即使公共意识与户籍
身份无关，他们的公共参与行动也可能因户籍身份的差异而不同。这
是因为，在既有的制度下，一些与居民争取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安排也
是与户籍挂钩在一起的。例如，政府的听证会是由政府部门来选择出
席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听证会公告明确规定，只有本地户籍人口才
能参加听证会。又如，居委会选举的选民资格也通常会与户籍身份挂
钩。此外，即使某些方面的公共参与并不直接受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
制度仍可能对其产生间接的影响，例如，与本地居民相比，外来人口可
能更不信任当地政府及陌生人，从而更少参与公共事务。在既有研究

·３７·

移民的呼声



中，孙秀林（２０１０）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上海户籍人口的
确更少地参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２但这篇文章的非上海户籍人口样
本较少，被解释的变量也仅限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彭君华和彭琳
（２０１２）在对上海郊区一个村委会的案例研究后发现，本村人有强烈的
动机阻止外地人染指本村选举。与这上面两项研究不同，熊易寒
（２０１２）对上海市案例的研究表明，户籍并没有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造成显著影响。当然，他也认为，在小区层面举行的活动（如业委会选
举）更多地是为了争取业主福利，而不是行使民主权利。因此，移民的
公共参与行动是否受到了制度的制约仍有待经验数据检验。

２．值得一提的是，孙秀林（２０１０）发现，外来人口更多地拥有社会参与网和讨论网，有助于减
少其户籍身份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参与网是指参与到“同乡、校友、战友聚会、
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宗教聚会、兴趣群体的聚会、志愿者活动”的频率加总，而讨论
网是指“个人生活中遇到某些问题（例如工作、家庭、感情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人商量”的
人数。不同的是，在本文中，社会参与的频率本身就是被解释的变量。

３．也有研究认为，教育与政治参与之间只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并非是提高教育就会增加政治
参与的因果关系（Ｋａｍ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０８）。

４．此处要感谢熊易寒博士的讨论。

如果说移民因为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
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那么，是否其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者会较少
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换句话说，是否教育能够成为一种推动制度变
革的力量来消减户籍身份的影响呢？教育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影

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首先，教育会直接影响公共意识和公共
参与［参见图１中的逻辑（３）］。政治参与是公共参与的重要方面，既有
研究发现，教育水平提高能够增加政治参与（Ｂｒａｄ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Ｆｉｎｋｅｌ，２００２）。３教育影响政治参与的机制有三方面：第一，教育能够提
升个人的政治知识和技能。第二，教育能促进社会流动，改变一个人的
政治资源和利益诉求。通常，受到更高教育的人对公共品提供或公共服
务有更高的需求，因此也有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行动。第三个途
径是政治社会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会影响个
人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譬如支持民主的价值倾向或者形成权威型人
格。４在一项运用上海市样本进行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教育水平对于选举
区人大代表有影响（孙秀林，２０１０）。而在全国范围的“公民参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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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的确有更高的公民参与频率（陈福平，２００９）。５

教育也可能通过推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参见图１中的逻辑（４）和（２）］。博特罗等（Ｂｏｔｅｒｏ，Ｐｏ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２０１２）认为，因为政府官员害怕受到处罚，所以公民对政府不当的做法
进行抱怨能够改进制度质量。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会有更多的报
怨，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加有社会公益（ｐｒｏ－
ｓｏｃｉａｌ）的倾向，对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第二，受高等教育的人更不怕
被政府官员报复，因为他们更知道法律规则；第三，教育水平高的人知
道如何更有效地抱怨。如果以此为理论依据，教育是可以消减户籍身
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制约的。但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教育推
动制度变革的作用却未必一定很强，这要看讨论的教育和制度是什么
样的制度。如果制度足够强，就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得益于这个制度，以
至于得益群体有足够强的动机和足够多的人去维护既有制度，那么，教
育推动制度变革的作用就可能会被抵消。同时，如果移民群体中的具
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所受的教育并未使其具有更强的公益倾向，那么，
他们也不会成为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文也将检验个人的教育水平是
否能够消减户籍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制约作用。要检验这一点，
就需要在经验模型中加入教育水平与户籍身份的交互项。因为教育和
收入水平通常是高度相关的，因此，也应在模型中同时控制收入水平以
及收入水平和户籍身份的交互项。

５．在这项研究中，因变量主要是通过对几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公民参与因子。其
中，公民参与的活动包括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宗教信仰活
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和公益义务活动
（陈福平，２００９）。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２０１０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
据。本次调查采取的是分层抽样方法，将调查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必
选层，该层总体为入选大城市的市辖区家庭户；二是抽选层，该层总体
为去除必选层市辖区以外全国所有家庭户。本次调查的最终接触样本
量１７　６６４个，其中必选层４　０００个，抽选层１３　６６４个。在本研究中，我
们剔除了极少量的蓝印户口、军籍和没有户口的样本，进一步将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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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定为７　２４０个城市居民样本。
本文的经验研究模型如以下公式所示：

Ｙｉ＝ｃ＋β１Ｎ１ｉ＋β２Ｎ１ｉＲｉ＋β３Ｎ１ｉＵｉ＋β４Ｎ２ｉ＋β５Ｎ２ｉＲｉ
＋β６Ｎ２ｉＵｉ＋β７Ｒｉ＋β８Ｕｉ＋γＸｉ＋εｉ

其中，Ｎ１ 表示“非市民”，Ｎ２ 表示“新市民”，Ｒ指“高收入组”，Ｕ指“大
学或以上学历”。因变量 Ｙｉ 在本文中包括公共意识或公共参与两大
类。反映公共意识的变量由一系列主观自评指标构成，体现了以下三
方面的内容（括号中表示缩写）。第一，对自我能力的判断，比如，对自
己参与政治的能力评估（参政能力）和与别人讨论政府工作或做法时对
自己的信心（议政信心）；第二，主观上对公共参与的效果的预期，比如，
认为自己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对政府无影响）、政府官员不太
在乎我在想什么（官员无视我的想法）和政府官员不会重视我对政府的
态度和看法（官员无视我对政府态度）；第三，体现公共意识的个人主观
态度，比如，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支持言
论自由）、政府税收政策必须征求老百姓意见（征税应征求民意）、不能
容忍政府侵占个人利益（不容忍利益侵占）、政府官员应为老百姓服务
（官员服务于民）、老百姓不应该服从政府（不服从政府）和纳税人有权
讨论政府怎么花钱（纳税人权利意识）。上述变量取值均为从１到５，
依次表示更高的能力、信心或认同程度。
反映公共参与行为的变量由一系列反映客观行为的变量构成，具

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否参与居委会选举或业委会选举，两
者分别包括是否参与投票及不参加投票的原因；第二，各种体现公共参
与的社区活动参与情况；第三，是否参与了群体性事件；第四，议论时
事、容忍政府不公对待和阻止毁绿行为。
常住人口的身份被分为三类：原市民、新市民和非市民。在本文中，

将所有农业户籍和户籍不在本县（市）的非农户籍样本定义为非市民。
剩下的两类即原市民和新市民，其中新市民的非农户籍是后天获得的，
而原市民的非农户籍是生来就有的。以原市民为参照，根据本文的假
设，在那些直接受到户籍制约的公共参与方面，非市民的符号应显著为
负，对于其他方面的公共参与，这一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仍有待检验。
根据被访者的教育水平，本研究将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定义为“大

学教育”，否则为“非大学教育”，并以“非大学教育”为参照。这样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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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是因为移民获得大学学历后，更容易融入城市。６根据本文的
假设，“大学教育”的数据应为正，可反映教育促进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
的作用。根据被访者的收入水平，笔者将收入低于中位数（含收入为０
或未报告收入）定义为“低收入”，否则为“高收入”。

６．在审稿人建议之下，我们也将教育水平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以上，教育与户籍的
交互项增加为“高中＊户籍”和“大学以上＊户籍”两个，这样的结果仍是稳健的，大学以上教
育水平的一次项及其与户籍的交互项的系数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为节省篇幅，本文仍然
仅报告了更为简洁的、以大学为界来划分教育水平的结果。

本研究还分别控制了非市民（或新市民）和教育的交互项。根据本
文的假设，这一交互项的结果如果为正，则表明教育起到了消减户籍对
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制约的作用，或者说，非市民（或新市民）的公共
意识或公共参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效果更强。如果交互项不显
著，则说明教育对非市民（或新市民）与原市民的公共意识或公共参与
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差异，因而户籍对非市民（或新市民）公共意识或公
共参与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也就无法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为
了考察收入对不同身份群体公共意识及公共参与的异质性影响，本研
究还控制了非市民（或新市民）与收入的交互项。

Ｘｉ是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本文控制了样本的性别、年龄、是
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身份等一系列变量。因为篇幅所限，

正文均未报告这组个体特征的系数。对三种不同身份人群的主要特征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表３则给出了主要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２：移民与市民数据的描述统计
全样本 非市民 新市民 原市民

年收入（万） ２．９２　 ２．８４　 ３．１０　 ２．９０
高于市中位收入区间（％）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３８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０．１０　 ８．８７　 １０．６０　 １０．８０
大学教育（％）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２７
男性（％）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５０
年龄（岁） ４８．３０　 ４４．６０　 ４５．９０　 ５１．７０
汉族（％）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３
无宗教信仰（％）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８９　 ０．８８
党员（％）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２０
Ｎ　 ７　２４０　 ２　３７３　 １　２６５　 ３　６０２

　　注：本表数据是笔者根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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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样本描述统计
被解释变量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参政能力 ７　１５４　 ２．７１　 １．１７　 １　 ５
议政信心 ７　０９８　 ３．１３　 ０．９９　 １　 ５
对政府无影响 ７　１３７　 ３．４８　 １．１１　 １　 ５
官员无视我的想法 ７　１２９　 ３．５２　 １．０８　 １　 ５
官员无视我对政府态度 ７　１０１　 ３．１８　 １．０８　 １　 ５
相信言论自由 ７　２０６　 ２．８７　 １．２１　 １　 ５
征税应征求民意 ７　１８７　 ４．０９　 ０．８９　 １　 ５
容忍利益侵占 ７　１５３　 ３．６３　 １．２３　 １　 ５
官员应服务民众 ７　２０８　 ４．３３　 ０．７８　 １　 ５
民众应服从政府 ７　１９４　 ２．２６　 １．０６　 １　 ５
纳税人权利意识 ７　１４１　 ３．６８　 １．０７　 １　 ５
在居委会选举中投过票 ７　２０９　 ０．３７　 ０．４８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知道有选举 ４　４９０　 ０．５３　 ０．５０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知如何投票 ４　４９０　 ０．０５　 ０．２２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了解候选人 ４　４９０　 ０．０７　 ０．２５　 ０　 １
未投票原因：无资格 ４　４９０　 ０．１０　 ０．３０　 ０　 １
未投票原因：没时间 ４　４９０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想投 ４　４９０　 ０．０８　 ０．２７　 ０　 １
在业委会选举中投过票 １　０８６　 ０．３７　 ０．４８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知道有选举 ６７８　 ０．４２　 ０．４９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知如何投票 ６７８　 ０．０９　 ０．２８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了解候选人 ６７８　 ０．０９　 ０．２９　 ０　 １
未投票原因：无资格 ６７８　 ０．０７　 ０．２６　 ０　 １
未投票原因：没时间 ６７８　 ０．２８　 ０．４５　 ０　 １
未投票原因：不想投 ６７８　 ０．０９　 ０．２８　 ０　 １
参加居委会业委会工作 ７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２８　 ０　 １
向居委会业委会提意见建议 ７　２１０　 ０．１３　 ０．３３　 ０　 １
参加集体上访 ７　１８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　 １
参加写联名信 ７　１６４　 ０．０１　 ０．０９　 ０　 １
向媒体反映小区问题 ７　１７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　 １
向政府反映小区问题 ７　１７６　 ０．０４　 ０．１９　 ０　 １
抗议或请愿 ７　１５７　 ０．０１　 ０．０９　 ０　 １
参加群体性事件 １　１０８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经常议论时事 ７　１７８　 ０．１６　 ０．３７　 ０　 １
容忍政府不公对待 ５９７　 ０．７１　 ０．４５　 ０　 １
阻止儿童破坏绿化 ７　２１３　 ０．７５　 ０．４３　 ０　 １

　　本文对模型的估计方法是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使用这一估计方法
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相对于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ＯＬＳ估计可
以直接从系数得到边际效应，比较直观和简洁；第二，本文的模型包含
交互项，相对于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ＯＬＳ模型能够更为便捷地得到包
括交互项的模型的边际效应。表４中的因变量都是被访者个人自评
的、体现其公共意识的主观变量。在模型１、模型６、模型９和模型１１
中，“非市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非市民”的确对自我能力
缺乏信心，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弱的公共意识。在上述４个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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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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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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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系数大部分不显著，或虽然同样显著为负，但绝对值比“非
市民”的系数有所减小。这就说明，户籍身份的确对移民的公共意识造
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事后的户籍身份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甚至
消除这一负面影响。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变量在大多数模型中的系数
显著。总体而言，更高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的居民，具有更强的自评参
政能力和议政信心，主观上对公共参与效果的预期更为消极，并且具有
更强的公共意识。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维度上，教育并没有显著改变不
同户籍身份群体间公共意识的差异。仅有的差异是，在非市民中，教育
水平高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
言论”（模型６）和“老百姓不应该服从政府”（模型１０）。
接下来，我们考察反映公共参与方面的客观行为表现。表５的因

变量是“是否参加过居委会投票”和“没有参加投票者是因为何种具体
的原因而未参加投票”。在表５中，“非市民”一次项系数在模型１中显
著为负，这说明，与“原市民”相比，他们的确更少参加居委会选举，“新
市民”的情况也是如此，而其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从模型５可知，
“非市民”更少参加居委会选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很难获得参选资格，
但“新市民”并非如此。这说明，户籍身份的确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公共
参与，现有制度约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令人疑惑的是，具有
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水平者更不可能参加居委会投票（模型１），尽管
参选资格确实是随收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可能获得的（模型５），
但高收入水平者更会因为不了解候选人而不投票（模型４），而高教育
水平者则更因为没时间而不投票（模型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
或收入并未削弱户籍身份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仅仅会降低非市民因为
无资格而不投票的概率（模型５）。
在表６的业委会选举模型中，“非市民”或“新市民”的一次项系数

情况与表５类似，同样反映出户籍因素对公共参与的制度性约束。具
有高教育水平者依然更不参加业委会选举，也没有表现出教育水平提
高会减少户籍身份对业委会选举参与度的负面影响。
在问卷中，受访者也被问到，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所处社区的

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工作、向居委会或业
委会提建议或意见、参加集体上访、参加写联名信、向媒体反映小区问
题和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小区问题。表７给出受访者参加相关社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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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居委会选举未投票原因回归分析表
模型１
（投过票）

模型２
（不知道
有选举）

模型３
（不知如
何投票）

模型４
（不了解
候选人）

模型５
（无资格）

模型６
（没时间）

模型７
（不想投）

非市民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非市民＊高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非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新市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新市民＊高收入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新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高收入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大学教育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３７　 ０．５３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０７７
城市固定效应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观测值数 ７　１５４　 ４　４５９　 ４　４５９　 ４　４５９　 ４　４５９　 ４　４５９　 ４　４５９
Ｒ２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４

　　注：１．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
身份变量。

动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其中，“非市民”一次项系数在部分模型中
显著为负，这同样体现出户籍身份对居民公共参与行动的不利影响。

但是，在相应的模型中，“新市民”一次项的回归系数要么变得不显著，

要么虽显著为负，但绝对值有所下降。这说明户籍身份的转换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公共参与的作用。当然，我们难以进一步提供证
据说明背后的原因，除了户籍的制度性限制之外（如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
工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市民”相对缺乏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

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而言，其在社区居留的时间也相对短一些，因而移
民就会较少参与上述社区活动。此外，与前面的发现相类似，具有高教
育水平和高收入水平者更少参加居委会和业委会工作，而且教育或收
入并没有显著削弱户籍身份对于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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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业委会选举未投票原因回归分析表
模型１
（投过票）

模型２
（不知道
有选举）

模型３
（不知如
何投票）

模型４
（不了解
候选人）

模型５
（无资格）

模型６
（没时间）

模型７
（不想投）

非市民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非市民＊高收入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非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７）

新市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４）

新市民＊高收入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７）

新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７）

高收入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４）

大学教育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５）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２８　 ０．０９
城市固定效应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观测值数 １　０６３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Ｒ２　 ０．１６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１１

　　注：１．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
身份变量。

　　问卷中还问到受访者对一些群体性活动或行动的参与情况，这些
活动涉及联合抵制不合理收费、串联起来反对征地或拆迁、集体抵制某
些项目的上马、集体请愿、集体上访、集体罢工、集会、游行和示威等。
如果在过去三年中受访者组织、参与群体性活动，或提供了物质或道义
支持，我们就将其界定为参与了群体性事件。问卷还问到上述群体性
事件对受访者而言，是维护或增加他的利益、损害他的利益，还是与他
无利害关系。
在表８中，模型１是全样本的回归，没有控制反映利益相关类型的

变量，模型２则进一步控制了该群体性事件与受访者本人之间的利益
相关类型，模型３、模型４和模型５则按群体性事件与受访者利益相关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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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其他政治参与回归分析表
模型１

（参加居委会
业委会工作）

模型２
（向居委会
业委会提

意见建议）

模型３
（参加集体
上访）

模型４
（参加写
联名信）

模型５
（向媒体
反映小区

问题）

模型６
（向政府
反映小区

问题）

模型７
（抗议或
请愿）

非市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非市民＊高收入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非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新市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新市民＊高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新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高收入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大学教育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因变量均值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城市固定效应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观测值数 ７　１５０　 ７　１５１　 ７　１３４　 ７　１２０　 ７　１３２　 ７　１２７　 ７　１１４
Ｒ平方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注：１．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
身份变量。

类型进行了分样本回归。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非市民”或“新市
民”与“原市民”相比，在介入群体性事件上并无显著差异，并且教育或
收入及其与身份的交互项也基本上都不显著。与表７中的那些因变量
反映的内容相比，群体性事件显然影响面更广，背后所反映的矛盾或问
题也更为严重或突出，因此，我们认为，表８的这一结果说明，在这些影
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上，户籍身份并没有对“原市民”以外的人的公共
参与形成制约。
最后，我们还考察了与公共参与行动有关的三方面内容，分别是：

近一年来与他人议论时事话题的频率；近一年中如受过政府有关部门
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是否容忍；社区有小孩破坏绿化时是否会
阻止。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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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群体性事件回归分析表
模型１
（全样本）

模型２
［全样本（控制利
益相关类型）］

模型３
（维护本
人利益）

模型４
（有损本
人利益）

模型５
（无利害
关系）

非市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５５） （０．０３）

非市民＊高收入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７９） （０．０４）

非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２４　 １．３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２１） （１．３０） （０．０５）

新市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５３） （０．０２）

新市民＊高收入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６５＊＊＊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０６）

新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１．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２２） （１．０８） （０．０６）

高收入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２）

大学教育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５ －１．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１） （１．５１） （０．０３）

因变量均值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０６
城市固定效应 ｘ　 ｘ　 ｘ　 ｘ　 ｘ
观测值数 １　０９８　 １　０９４　 ３１４　 ５６　 ７２４
Ｒ２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３１　 ０．５６　 ０．２０

　　注：１．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
身份变量。

　　在表９的模型１中，因变量取值从１到５依次表示议事频率递增。
模型２中，采取容忍行为的取值为１。模型３中，会阻止破坏绿化行为
的，取值为１。从表９的数据结果可知，“非市民”的确比“原市民”更少
议论时事或阻止社区毁绿行为，而经过户籍身份转换的“新市民”在上
述两方面与“原市民”相比则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是否容忍政府的不
公正对待上，“非市民”或“新市民”的行为与“原市民”并无明显差异。

我们对此的理解与群体性事件相似，即，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对个人而
言，有较为严重的影响或后果，因此，个人的反应不受户籍身份的影响。
此外，“非市民”比“原市民”更少议论时事或阻止社区毁绿行为，这一点
并没有因为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显著的不同。而在新市民中，具
有高教育水平者则会更积极地议论时事或阻止社区毁绿行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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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议政、容忍和公益心回归分析表
模型１

（经常议论时事）
模型２

（容忍政府不公对待）
模型３

（阻止儿童破坏绿化）

非市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非市民＊高收入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非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新市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新市民＊高收入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新市民＊大学教育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高收入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大学教育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１６　 ０．７２　 ０．７５
城市固定效应 ｘ　 ｘ　 ｘ
观测值数 ７　１３１　 ５９２　 ７　１５４
Ｒ２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１３

　　注：１．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有无宗教信仰和党员
身份变量。

三、结论

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除了已经获得当地城
镇户籍的“新市民”外，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便超过２．６亿人，同时，
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从其他城市迁移而来。这两类居民
在城市里属于常住人口，却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也即本文所说的“非
市民”，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收入水平有明显
的提高，同时，又日渐脱离了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和风险分担机制，对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提升，也使他们产生了融入城市社会，享有
合理的市民权的诉求。与留在农村的人相比，进入城市的人有更强的
公共服务需求，但他们的公共参与却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限制。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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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水平或教育
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第二，在公共参与方面，在居委会或业委会的
选举中，移民更可能因为不具备选民资格而没有参加投票，这体现出现
有制度对移民公共参与的制约。但是，在那些没有明显受制度限制的
方面，如在社区活动的参与上，移民也表现得更不积极。第三，在群体
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各类身份群体之间却没
有显著的差异。第四，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
的公共意识，但在绝大多数的维度上，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
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并且教育水平并未明显地削弱户籍
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上述发现的含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在中国，户籍制度是

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获取权利挂钩在一起的。虽然城市中外来人
口公民意识的形成并没有因户籍制度而受太多影响，但他们在那些能
够较为温和地反映基层呼声的公共参与方面（如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
选举，向居委或业委会提意见建议）却比本地户籍人口更为消极。户籍
对外来人口公共参与的这种阻碍也难以随着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提

高而有所缓解。然而，在那些更可能以较为激烈的方式反映基层呼声
的公共参与方面（如群体性事件），外来人口并没有明显比本地户籍人
口消极。这意味着，如果外来人口维护正当权利的意愿得不到常态化
和制度化的回应，随着矛盾的日益积累，外来人口就可能以较为激烈的
形式自我维权，这对社会各方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果。
展望未来，城市中外来人口日益增强的公共服务需求、权利意识和

相对滞后的公共参与如果持续存在，将是对城市公共治理一个潜在的
重大挑战。如果改革能够朝着有利于包括外来人口的城市居民积极介
入公共参与的方向推进，城市中个体的利益诉求就能表达更为通畅表
达，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这当然需要我们改变对外来人口在公共
参与方面的制度制约，赋予他们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此外，本文
发现，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的影响有限，而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却较为显
著。这种差异主要是在受到制度制约的公共参与行为方面，因此，我们
试图突出户籍制度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在研究策略上，本文未能严格
区分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影响有多少源自于制度，有多
少因为与户籍身份相关的个体差异，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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